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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鄱阳湖流域不同区域湖泊生态系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深入理解湖泊流域环境

的长期演化过程和规律，对于鄱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 210Pb 定年的基础上，通过对鄱阳湖流域南部军山湖

和青岚湖近代沉积物总有机碳（TOC）、总氮（TN）含量及其摩尔比（C/N 比）和有机碳累计速率（OCAR）、总氮累积速

率（TNAR）、总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δ13Corg）的多指标分析，揭示了军山湖和青岚湖百余年来沉积物有机质的主要来源，

探讨了湖泊初级生产力变化和富营养化过程的可能机制。军山湖和青岚湖 C/N 比和 δ13Corg 变化范围分别为 7.7 ~ 10.5，- 23.9 ‰ 

~ - 22 ‰，和 8.7 ~ 11.3，- 26.3 ‰ ~ - 21.7 ‰，表明湖泊沉积物有机质主要来源于大型水生植被和浮游藻类。军山湖（1905 年

后）和青岚湖（1980 年后）TOC 和 TN 含量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湖泊初级生产力逐渐升高的共同特点，不同类型湖泊 δ13Corg

对初级生产力变化的响应差异反映了其水生植物群落组成的差异。军山湖主要受气候变暖和渔业养殖的影响，近两百年来经

历了水草为主、草藻结合和藻类为主的演替过程。相比之下，青岚湖在 1958 年抚河改道后，沉水植被因大量泥沙输入逐步

退化，1980 年后叠加城市化进程中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输入的影响，浮游藻类已成为沉积物有机质的主要来源。最后，

本文进一步对比揭示了鄱阳湖不同湖区生态环境演化差异，为厘清多因素耦合驱动下的流域湖泊湿地生态退化机制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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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ombined pressur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lake ecosystems across the Lake 

Poyang Basin have undergone varying degrees of degradati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lake basin is therefore crucial for it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Based on ²¹⁰Pb dating, this study 

applied a multi-proxy analysis—including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total nitrogen (TN), C/N ratio, organic carbon 

accumulation rate (OCAR), total nitrogen accumulation rate (TNAR), and stable carbon isotope of organic matter (δ¹³Cₒᵣg)—

to sediment cores from Lake Junshan and Lake Qinglan in the southern Lake Poyang Basin. This approach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main sources of 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 and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driving changes in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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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rophic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Results show that C/N ratios and δ¹³Cₒᵣg values ranged from 7.7–10.5 and –23.9‰ to –

22.0‰ in Lake Junshan, and from 8.7–11.3 and –26.3‰ to –21.7‰ in Lake Qinglan, indicating that 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 in both lakes was primarily derived from macrophytes and phytoplankton. After 1905 in Lake Junshan and after 1980 

in Lake Qinglan, TOC and TN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reflecting a general trend of rising prima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in the response of δ¹³Cₒᵣg to productivity changes highlighted variations in aquatic plant community com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lakes. Specifically, Lake Junshan —mainly influenced by climate warming and aquaculture—underwent a successional 

shift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from macrophyte dominance,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of macrophyte-algae co-dominance, 

to the current algal-dominated state. In contrast, Lake Qinglan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 submerged vegetation after river 

diversion in 1958, largely due to increased sediment input. After 1980, additional pressures from domestic sewage an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further accelerated this trend, leading to phytoplankton 

becoming the dominant source of 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 By comparing ecological evolution across different sub-regions 

of Lake Poya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driven by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str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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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是地球表层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联结点，对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敏感[1]。然而伴随

着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逐渐增强，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水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2-3]。据统计，

我国面积大于 10 km2 的大型湖泊约有 85%处于富营养状态[4]。特别是在工农业发展、城市化和水利工程

建设等多种人为因素的共同胁迫作用下，湖泊-流域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发生了显著改变[5] 。此

外，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揭示 2011 - 2020 年全球地表温度较工业化前（1850 - 1900）高出约 1.1 °C，这

不仅促进了浮游藻类异常增殖，而且加速了湖泊内部的碳循环活动过程，从而成为 CO2 和 CH4 等温室气

体的重要排放源[6]。鄱阳湖作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一个典型的过水型、吞吐型和季节型湖泊，

具有独特的生态水文特征。长期以来在极端气候频发和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共同影响下，鄱阳湖流

域生态环境呈现明显的退化趋势。此外，流域内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显著改变了区域水文条件，促使

原本隶属于鄱阳湖的水域与主湖区分离，进而发育为高密度的子湖群。湖泊生态环境的退化已导致其湖

泊生态服务功能严重受损，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更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深入认

识湖泊流域环境长期演化规律及其机制，对开展湖泊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至关重要。 

    湖泊沉积物蕴含着丰富的古环境、古生态信息，是过去古环境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载体[7]。其中，

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δ13Corg）是研究不同时空尺度湖泊环境演化过程的良好指标，在湖泊有机质来源识

别和古生产力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 - 10]。针对鄱阳湖流域水体富营养化与其碳循环过程关系的探讨，

国内学者已开展了部分相关研究。例如，王毛兰等通过对鄱阳湖网箱养殖区沉积物 δ13Corg 和稳定氮同位

素的分析，揭示了残饵是该区域沉积物有机质的主要来源，并对养殖区水环境产生深远影响[11]；鄱阳湖

等湖泊过去两百年的色素和 δ13Corg记录揭示了富营养化是调节长江中下游洪泛平原湖泊碳循环的长期主

导因素[12]；然而，也有研究认为三峡大坝建成后，鄱阳湖沉积物有机碳埋藏潜力显著增强[13]。由于鄱阳

湖生境类型丰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鄱阳湖主湖区，缺乏对周边重要子湖的对比研究，不同人类活

动影响下鄱阳湖流域湖泊生态环境演化的机制仍不明确。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鄱阳湖流域南部受到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军山湖和青岚湖作为研究对象，在完

成 210Pb 定年后，通过开展 δ13Corg、总有机碳（TOC）、总氮（TN）含量、C/N 比、有机碳累积速率（OCAR）、

总氮累积速率（TNAR）多指标分析，重建军山湖和青岚湖近百余年生态环境变化过程，并尝试结合鄱阳

湖流域其它古环境记录，揭示鄱阳湖流域不同压力胁迫下子湖泊环境响应的区域差异。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段（28°22′ ~ 29°46′N，115°49′ ~ 116°46E），平均湖泊面积约为 2933 km2，



流域面积为 162 225 km2，约占江西省面积的 97 %。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年均温度 16.5 ~ 17.8 ℃，

年均降水量 1570 mm，具有明显雨季和旱季。鄱阳湖的水源供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五大支流的汇入

（修水、赣江、抚河、饶河、信河）[14]，夏季汛期有长江的水源补给。洪水期水域面积超 4000 km2，淹

没大部分洪泛平原[15]；旱季（10 月-次年 3 月）水面退缩至约 1000 km2，暴露出大面积洲滩湿地[16]。这

种独特的水文节律使得鄱阳湖生态系统成为越冬候鸟、江豚等珍稀野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  

地理结构上，松门山将湖区划分为南北两域：南部水域开阔平浅，北部水道狭窄深邃。其南湖区域

湖汊包含军山湖（213 km²）和青岚湖（112 km²）两大子湖。军山湖（28°15′ ~ 28°38′N，116°14′ ~ 116°33′E）

位于进贤县西北部，原与鄱阳湖自然联通，但 1958 年建闸筑堤使其由湖汊转变为独立封闭的水域，平均

水深 4 m 左右。此后，随着军山湖渔业养殖业的持续扩张，叠加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输入，其水体营养盐

浓度快速升高，湖泊生态状态已逐步向富营养类型转变。从渔业发展轨迹来看，军山湖渔业养殖模式也

发生了显著变化：19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以天然捕捞为主，从 70 年代末已完全过渡到人工养殖主导

模式[17]。青岚湖（28°25′ ~ 28°35′N，116°06′ ~ 116°14′E）位于进贤县城西部，平均水深 3 m，自 1958 年

抚河改道，青岚湖由原先的倒灌型湖泊成为过水性湖泊，北经金溪湖与鄱阳湖主湖区连通，并通过幸福

港与军山湖相通[18]。 

 

图 1（A）青岚湖（C 1）和军山湖（C 2）采样点；（B）鄱阳湖区高程图及本研究中提及其余沉积岩芯点位（S 1[12]、S 

2[11]、S 3[12]、S 4[49]）；（C）鄱阳湖湖区划分，Ⅰ：北部河道区，II：中心主湖区，III：五河尾闾区， IV：人工子湖区 

Fig. 1 (A) Sampling points at Qinglan Lake and Junshan Lake; (B) Elevation map of Lake Poyang area and other sedimentary Sample 

points mentioned in this study; (C) Lake Poyang area division, I: Northern river area, II: Central main lake area, III: River tail area, 

IV: Artificial Lake area 

 

1.2 样品采集与实验分析 

2023 年 11 月对鄱阳湖流域进行了野外考察，并利用湖泊沉积物重力采样器在军山湖（28°36′35″N，

116°18′54″E）和青岚湖（28°29′59″N，116°9′2″E）分别钻取了长度为 86 cm 和 56 cm 的沉积岩芯（图 1 

A）。岩芯沉积物-水界面清晰，未受扰动。在野外现场以 1 cm 间隔进行分样，分割后的样品密封在聚乙

烯袋中，冷藏运输至实验室。随后对样品进行冷冻干燥，并计算干容重。 

由于浅水湖泊较强的水动力条件，沉积物-孔隙水 137Cs 扩散可能影响到 137Cs 在沉积序列中时标的

准确性[18]，本研究采用放射性核素 210Pb 活度累计测年方法建立军山湖和青岚湖沉积物年代序列。226Ra 

和 210Pb 比活度由美国 EG&GORTEC 公司生产的高纯锗井型探测器（HPGe GWL-120-15）与高纯锗 γ 谱

分析系统测定，测定时间为 12 小时。标准样品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供，测试计数误差小于 10 %。 

沉积物 TOC 和 TN 含量及 δ13Corg 测试前处理实验流程如下：准确称取 0.2 g 左右样品，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过量的 5 %稀盐酸（HCl）并多次搅拌，直至沉积物中碳酸盐矿物完全去除；将样品放入



离心机中进行固液分离，并用蒸馏水洗至中性；最后将样品低温干燥，用研钵研磨至粉末状待测。在南

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 EA 3000 型元素分析仪上测定 TOC 和 TN 含

量，并根据元素浓度测定结果计算 C/N 比。δ13Corg 测定实验根据样品有机碳含量称取适量沉积物样品，

使用 Delta Plus 同位素质谱仪进行测定，结果以 VPDB 标准表示，分析误差为小于等于 0.2 ‰。 

2 结果 

军山湖及青岚湖沉积物中总 210Pb 和 226Ra 放射性活度随累积质量深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2 所示，岩

芯底部 210PbT 与 226Ra 基本达到平衡（图 2 a 和图 2 d）。过剩 210Pb（210Pbex）由 210PbT 减去 226Ra 得

到。军山湖和青岚湖的 210Pbex 比活度从岩芯顶部到底部总体呈指数下降趋势（图 2 b 和图 2 e），使用

恒定通量（CRS）模式来建立沉积岩芯的年代序列。结果表明，军山湖和青岚湖底部年代分别为 1845

年和 1898 年（图 2 c 和图 2 f）所示。 

 

图 2 军山湖（a-c）和青岚湖（d-f）岩芯 210PbT、
226Ra、210Pbex 比活度沉积剖面及 CRS 模型年代 

Fig. 2 210PbT,  
226Ra, 210Pbex activity sedimentary profiles and CRS model ages of core samples  

from Lake Junshan (a-c) and Lake Qinglan (d-f) 

 

军山湖的 TOC 含量为 2.3 ~ 11.7 mg/g，TN 含量为 0.3 ~ 1.6 mg/g（图 3 a 和 3 b），1905 年前其 TOC

和 TN 含量均保持较低水平（均值分别为 2.6 mg/g 和 0.3 mg/g），随后军山湖 TOC 和 TN 含量持续上升，

并在 1980 年后上升趋势进一步加快，分别从 6.2 mg/g 和 0.8 mg/g 上升至 11.6 mg/g 和 1.6 mg/g。军山湖

的 OCAR 和 TNAR 的变化趋势与 TOC、TN 含量变化相似（图 3 e 和图 3 f），1980 年后都存在明显的

抬升。军山湖的 C/N 比为 7.7 ~ 10.5，δ13Corg 值的变化范围为- 23.9 ‰ ~ - 22 ‰（图 3 c 和图 3 d），其 C/N

比在 1905 年前偏高（≈ 10.3），1905 年后持续下降，并在 1980 年后保持相对稳定（8.2 ± 0.5）。整个沉

积序列中军山湖的 δ13Corg 值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时间段分别为 1845 - 1980 年（- 23.6 %上升

至- 21.9 %）、1980 - 2023 年（- 21.9 %降低至- 23.8 %）。 

青岚湖的 TOC 含量在 7 mg/g 至 15.3 mg/g 之间，TN 含量为 2.3 ~ 11.7 mg/g（图 3 g 和图 3 h），1898 

- 1955 年 TOC 和 TN 含量保持稳定（均值分别为 8.6 mg/g 和 1.4 mg/g），1955 - 1980 年 TOC 和 TN 含量

显著下降，但同时期 OCAR 与 TNAR 呈现出上升趋势（图 3 k 和图 3 l）。1980 年后，青岚湖 TOC、TN

含量、OCAR 和 TNAR 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青岚湖 C/N 比介于 8.7 至 11.3 之间，自 1958 年起持续上

升，并于 1993 年达到峰值 11.2（图 3 i）。2004 年至 2006 年，其 C/N 从 10.7 下降至 9.6，随后一直保持

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9.4）。整个沉积序列中青岚湖 δ13Corg 值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其变化范围为- 26.3 ‰ 

~ - 21.7 ‰（图 3 j）。 



 

图 3 军山湖（左）和青岚湖（右）沉积记录中 TOC 含量（a，g）、TN 含量（b，h）、C/N 比（c，i）、δ13Corg 值

（d，j）、OCAR（e，k）、TNAR（f，l）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in TOC(a, g), TN (b, h), C/N (c, i), δ13Corg (d, j), OCAR (e, k), TNAR (f, l) in the sedimentary records of Junshan 

Lake(left) and Qinglan Lake(right) 

 

3 讨论 

3.1 沉积物有机质的来源 

    湖泊沉积物有机质的来源可分为内源和外源两大类，其中内源有机质主要由湖泊生态系统内部产

生：藻类因为富含蛋白质而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较低，具有较低的 C/N 比（4 ~ 10）[8, 19 - 22]；大型水生

植物（包括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等）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较高，C/N 比为 10 ~ 30 [11, 28]。外源有机质主

要指陆生维管束植物碎屑，其含有大量木质组织，C/N 比普遍大于 20[8, 20 - 22]。不同物源有机质的 C/N

比变化幅度大，且存在重叠区域，难以凭借 C/N 单一指标实现对有机质的有效溯源。δ13C 可以反映植

被在光合作用下的碳元素分馏过程和不同碳源组分的同位素分布特征[23]，能实现对有机质来源的进一

步辨别。总的来说，陆生维管束物基本可分为 C3 植物和 C4 植物，其变化范围分别为- 37 ‰ ~ - 24 ‰和- 

19 ‰ ~ - 9 ‰ [24]。浮游植物和挺水植物主要利用水体溶解 CO2 进行光合作用，一般情况下湖泊水体

CO2 与大气 CO2 达成同位素平衡[19, 25]，因此他们的 δ13C 值与周边流域的 C3 植物类似，均值为- 27 ‰。

而沉水植物在碱性水体下 CO2 不足时会利用更重的碳酸氢根，δ13C 值偏正（≈ - 22 ‰）[12, 31]。本文军山

湖和青岚湖沉积物有机质的 C/N 比值和 δ13Corg 值从底部到顶部均未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沉积过程中

早期降解的影响较小，因此，C/N 比值和 δ13Corg 值的变化能够有效地反映军山湖和青岚湖沉积物来源

和初级生产力的改变。 

鄱阳湖不同湖区有机质来源的空间分异是导致其富营养程度、进程及生态响应存在差异的关键因

素。位于赣江、抚河、信江交汇处的三江口表层沉积物的 C/N 比为 15，δ13Corg 值为- 25.2 ‰[26]，呈

现强烈的陆源径流输入主导特征；老爷庙水域位于鄱阳湖中北部，其表层沉积物的 C/N 比为 10，δ

13Corg 值为- 28.3 ‰[26]，指示了藻源有机质和陆地 C3 植物的显著贡献；鄱阳湖主湖区 S 3 沉积物的有



机质特征显示外源和内源输入的混合贡献，其 C/N 比为 4 ~ 10，δ13Corg 值为- 20 ‰ ~ - 26.5 ‰[13]。

军山湖和青岚湖位于鄱阳湖流域南部，C/N 比处于 8 ~ 12 范围，δ13Corg 值总体处于- 27 ‰~ - 22 ‰

区间内，表明沉积物有机质可能主要来自于藻类和大型水生植物（图 4），但也不能忽视外源有机质的

贡献。青岚湖和军山湖的δ13Corg 特征与鄱阳湖流域以 C3 植物为主要植被的湿地沉积物类似[26]，其

变化范围为- 28.4 ‰ ~ - 22.6 ‰，而以 C4 植物为主要植被的湿地土壤δ13Corg 值会相对偏正（≈ - 

18 ‰），说明青岚湖和军山湖流域接收的外源有机质主要来源于 C3 植物。此外青岚湖和军山湖的δ

13Corg 值特征与鄱阳湖主湖区沉积物中δ13Corg 值的范围相近（图 4），反映了鄱阳湖流域湖泊沉积

物有机质具有相似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军山湖和青岚湖虽地理毗邻，但军山湖沉积序列的 C/N 比

和δ13Corg 值明显不同于青岚湖，表明两湖的生态环境演化过程或存在差异。 

 

图 4 军山湖、青岚湖、S 1[13]、S 2[12]、S 3[13]沉积物的 C/N 比和 δ13Corg，虚框表示藻类[8]、C3 植物[21,24]、大型水生植

物[11,28]的 C/N 和 δ13Corg 范围 

Fig. 4 The C/N ratio and δ13Corg of sediments from Junshan Lake, Qinglan Lake, S 1, S 2 and S 3. The dashed box indicates the range 

of C/N and δ13Corg for algae, C3 plant,and macrophytes. 

 

3.2 军山湖生态环境演化过程 

沉积物中 TOC 和 TN 的含量能直接反映以内源为主湖泊的初级生产力和营养状态[12]，但受到土壤

侵蚀强度变化的影响，OCAR 和 TNAR 能够消除陆源碎屑物质对有机质的稀释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准确

判断湖泊环境演化过程。1845 - 1905 年，军山湖沉积物中较低的 TOC 和 TN 含量、较高的 C/N 比以及

偏负的 δ13Corg 值反映湖泊生态系统中大型水生植被占优势地位，但总初级生产力较低。该阶段对应于小

冰期晚期，我国中东部地区气候相对寒冷（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低约 0.4 ℃[29]），同时期鄱阳湖流域孢

粉记录显示暖性树种减少或缺失，喜湿的草本和蕨类孢子增加，体现了湿凉的气候特征[30]。此外，清朝

晚期该地区人类活动以传统农业模式为主导，流域环境受人为影响的程度较弱。在此背景下，寒冷的气

候以及较低的营养盐水平共同限制了水生生物的生长。 

1905 - 1980 年期间军山湖区域降水持续波动状态但无显著趋势（图 5 b），而气温则呈现上升趋势

（图 5 a）。温度升高延长了水生生物的生长季节，使得该时期的 OCAR 和水生初级生产贡献均高于前

一阶段（1845 - 1905 年）。随着湖泊初级生产力的增加，水体中溶解态 CO2 供应出现不足，浮游藻类和

大型水生植被光合作用的同位素分馏效应减弱[30]。因此，军山湖沉积物 C/N 比的降低和 δ13Corg 值的持续

偏正也对应着湖泊初级生产力的增长。同时期流域周边农业垦殖活动的加强促进水体中营养盐通量的增

加，OCAR 和 TNAR 在此期间的同步上升显示营养供给的增加推动了军山湖沉积物有机碳的积累。在热

力条件和营养盐水平显著上升的背景条件下，浮游藻类和大型水生植被生长旺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1958 年军山湖阻隔堤坝的建成会增强沉积物-水界面的营养盐内循环，并减少来自鄱阳湖主湖区的外源

悬浮物输入，这可能为沉水植被的扩张创造有利的低浊度环境。 

1980 年后，军山湖沉积物中 TOC 和 TN 含量、OCAR 和 TNAR 均呈现迅速上升，而 δ13Corg 值则逐

渐偏负，指示浮游藻类初级生产力快速增加与沉水植被群落退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军山湖的渔业



发展已完全实现人工养殖。一方面，集约化养殖模式采取高密度的放养模式，大量投放外源性饲料，向

水体中输入过量的氮磷营养盐[32]。据估算，水产养殖是军山湖年入湖 TN 的最大污染源，占据总量的

35.9 %[33]。在此影响下，浮游藻类生物量快速增殖，2007 - 2008 年军山湖浮游生物量仅为 0.7 mg/L，而

2012 - 2013 年已攀升达到 12.3 mg/L [34]。 另一方面，1981 年后大规模河蟹养殖导致军山湖沉水植被几

近消亡：1987 年以苦草（Vallisneria natans）和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为优势种的沉水植被覆盖了湖

区 90 %以上的水域面积[35]，然而至鄱阳湖第二次科考时（2007 - 2012 年），其盖度已骤降至不足 1 %[36]。

此外，近年来热浪事件因气候变暖而频发，随之加剧了蓝藻水华的发生，在 25 ~ 35 ℃的水温条件下，

蓝藻的生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藻类[45]。以上证据表明，在气候变暖和渔业养殖活动持续加强的影响下，

军山湖已发生了由“草型湖泊”向“藻型湖泊”的转变。 

3.3 青岚湖生态环境演化过程 

1950 年前，青岚湖沉积物的 C/N 比和 δ13Corg 值与军山湖相近，OCAR 和 TNAR 相对平稳，处于较

低水平（均值分别为 2.3 g m- 2/a 和 0.4 g m- 2/a）。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赣抚平原工程的修建，抚河堵口

改道[37]，1958 - 1980 年青岚湖沉积物 C/N 比上升，δ13Corg 值偏负，OCAR 和 TNAR 均值分别抬升至 4.0 

g m- 2/a 和 0.6 g m- 2 /a。大量陆源有机质的输入增强了青岚湖的碳氮埋藏，而 TOC 和 TN 含量的下降则

反映了陆源碎屑物质对有机质强烈的稀释作用。随着水文条件的改变，青岚湖沉水植被发生严重退化。

抚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输入导致青岚湖水体悬浮物浓度升高、透明度下降，沉水植被的光合作用收到抑制；

同时沙化后的湖泊底泥颗粒粗大，孔隙度降低，阻碍了沉水植被根系的固着及其正常萌芽与生长。抚河

泥沙的持续淤积驱动原青岚湖与鄱阳湖相连的湖区出现大片漫滩湿地，为湿生植物的扩张提供了新生境，

青岚湖沉积物中 C/N 比进一步增加。 

1980 年后青岚湖沉积物 TOC 和 TN 含量、OCAR 和 TNAR 快速增加，C/N 比呈下降趋势，δ13Corg 进

一步偏负，这与该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湖泊富营养化、浮游藻类大量繁殖密切联系。据《南

昌统计年鉴》，1990 - 2022 年进贤县城市人口从 65. 3 万人增加到 84.1 万人，城镇面积从 56 km2 扩大至

135 km2，人口的快速增长还导致当地粮食需求激增，流域内农田农药化肥施用量呈现持续攀登态势，至

2020 年进贤县的化肥施用量已达 8.8 万吨。农田中过量的氮磷营养盐会随地表径流进入湖泊水体，加重

湖泊的营养负荷。另外，长江三峡工程建成后鄱阳湖最低水位下降（图 5 l），旱季青岚湖与鄱阳湖主湖

区的水力联系减弱，其水体自净能力显著下降，氮磷营养盐在湖泊中大量蓄积，浮游藻类大量增殖。水

体的富营养化还会对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的演替产生影响，在 1993 - 1994 年方春林的调查中[38]，环棱螺、

河蚬是主要优势种，而至 2019 - 2020 年，软体动物丰度急剧下降，喜营养的摇蚊幼虫占据主导。 

3.4.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演化过程的区域对比 

军山湖和青岚湖的古湖沼记录表明，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高强度开发的影响下，鄱阳湖流域南部湖泊

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为进一步明确鄱阳湖流域过去百年来生态环境变化特征，本文结果与区域已有古环

境记录进行了对比。在 1980 年以前，鄱阳湖流域各区湖泊初级生产力较低，水环境差异较小；此后随着

人类活动的增强，鄱阳湖初级生产力呈现显著升高，不同湖区沉积物 δ13Corg 值和 C/N 比的变化反映了水

生植物群落组成的明显差异（图 5）。该分异特征与鄱阳湖流域历史水环境监测结构具有较好的对应关

系：20 世纪 80 年代前鄱阳湖水质以Ⅰ-Ⅱ类水质为主（占比约 85 %）[39]，整体呈低营养水平，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受流域城市化与工农业活动加剧影响，湖泊外源污染负荷持续增加，导致Ⅳ类水体范围

显著扩张，湖泊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具体表现为五河尾闾区、中心主湖区、北部入江水道

湖区以及人工子湖区的生态环境变化差异极为明显。 

自 1990 年城市化加速以来，“五河”入湖处沉积物岩芯中重金属含量显著升高，印证了城市污水和农

业面源污染的快速增加[40]。大量营养盐的输入推动了湖区营养水平持续抬升，相关的沉积记录也捕到该

过程：S 2 位于赣江尾闾区，在流域高强度输送城市污染物的影响下，该湖区营养水平持续抬升，藻源信

号持续增强，其沉积物 C/N 比在 1980 年后始终保持在 10 左右（图 5 g），δ13Corg 值持续偏负，最低下降

至- 27 ‰[12]（图 5 f）。北部河道区（S 1）沉积物也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其 C/N 比值持续偏低（图 5 

k），δ13Corg 值从 1990 年前的- 22 ‰降至后期的- 28 ‰[13]（图 5 j）。在航道运输及周边污染物持续输入

的影响下，该水域水生植被显著退化，同时藻类迅速增殖。鄱阳湖主湖区的水质和生物群落结构还受水 



      

图 5 进贤县 1901-2022 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a-b），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青岚湖 δ13Corg 值变化（c）；

军山湖 δ13Corg 值变化（d）；S 4 点位角黄素（蓝藻）的含量变化[53]（e）；S 2 点位 C/N 比值和 δ13Corg 值变化[12]（f-g）；S 3

点位的 C/N 比值和 δ13Corg 值变化[13]（h-i）；S 1 点位的 C/N 比和 δ13Corg 值变化[13]（j-k）；鄱阳湖最低水位水位变化（l） 

Fig. 5 (a-b)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cumulative precipitation in Jinxian County (1901 - 2022); (c) Variation in δ13Corg values in 

Qinglan Lake; (d) Variation in δ13Corg values in Junshan Lake; (e) Variation in canthaxanthin  (cyanobacteria biomarker ) content at 

site S 4[53]; (f-g) Variation in C/N ratio and δ13Corg values at site S 2 [12](h-i) Variation in C/N ratio and δ13Corg values at site S 3[13]; (j-

k) Variation in C/N ratio and δ13Corg values at site S 1[13]; (l) Variation in the lowest water level of Lake Poyang. 

 

位变化影响显著，随着 2003 年三峡大坝的建成，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最低水位下降[41]（图 5 l）。湿地

面积扩张[42]，1987 - 2016 年间枯水期裸露洲滩植被覆盖面积净增 1260 km2。同时期中心湖区 S 3 沉积物

C/N 比和 δ13Corg 值持续升高[13]（图 5 h 和图 5 i），这可能与当地居民在裸露洲滩上大量种植 C4 作物有

关，陆源有机质的降解会向水体释放营养盐，加剧湖泊营养负荷。另一方面，中心湖区 S 4 沉积物中角

黄素含量（指示蓝藻）在 1980 年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图 5 e），但随后该湖区水位的持续下降和水体

透光性的降低，使得蓝藻的生物量相较于其他更富营养的藻类有所下降[53]。随着流域局部水利工程的建



设和人类污染物的持续输入，过去 30 年来军山湖和青岚湖水体营养水平持续抬升，具体表现为 δ13Corg

值的持续偏负（图 5 c、d），藻类生产力明显增强。在不同水文特征和人类活动强度的影响下，近 40 年

各湖区的生态演化过程或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呈现富营养特征，鄱阳湖水生生态系统的生物结构和功能

发生显著改变。 

现如今鄱阳湖水体总体呈现“中偏富”的营养水平[43]，至 2020 年，其综合富营养指数（TLI）达 54.9。

从时空分布上来看，鄱阳湖的富营养化特征最先出现在水流滞缓且受人类活动影响强烈的水域。监测记

录显示，2010 年五河尾闾区的典型湖区（南矶山、康山等）水质先降至 IV 类[44]，并且在 2012 年南矶山

出现大规模的蓝藻水华，水体一度达到中度富营养状态[45]；2014 - 2015 年军山湖、新妙湖等人工湖汊水

体全年处于轻-中度富营养水平[46]。而后随着流域开发进程的持续进行，水体富营养范围逐渐向全湖蔓

延：2017 年蛤蟆石、屏峰及都昌县至棠荫水域进入轻度富营养状态[47]，2017 - 2019 年金溪咀刘家和南湖

村两个国控断面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至 2017 年全湖Ⅳ类水体覆盖范围已达 94.1 %[48]。相比之下，相

关水质和浮游生物调查表明，北部河道区的水体富营养程度位于全湖最低[49 - 50]。总体而言，“五河尾闾

区”和人工子湖区承载高强度的污染物负荷，且水体的自净能力较弱，水体的富营养进展最为迅速。中心

主湖区的污染程度受水文节律影响，水位变化会调控水体中的营养盐浓度[51]，同时主湖区中开展的采砂

和渔业活动[11, 52]也进一步加剧湖区的营养水平。尽管近年北部河道区藻类生产力有所上升，但得益于其

高效的水体更新效率，其水体营养水平仍显著低于全湖平均值。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军山湖和青岚湖沉积岩芯开展地球化学多指标分析，重建了近百年来鄱阳湖流域南部

湖泊的生态环境演变过程。结果表明，军山湖和青岚湖沉积物有机质主要来源于大型水生植被和浮游藻

类，其含量有效地反映了湖泊初级生产力的变化，而受多种因素影响，δ13Corg 值在不同湖泊表现出明显

差异。其中，军山湖 1845 - 1905 年较低的初级生产力对应于湿冷的气候环境和较弱的人类活动影响；

1905 年至 1980 年初级生产力的明显增加受到气候变暖和流域人口增加共同影响；而 1980 年后在渔业养

殖和全球增温的影响下，湖泊生态系统逐渐由“草-藻结合型”湖泊转变为“藻型”湖泊。青岚湖则在 1958 年

抚河改道的影响下，沉水植被开始发生显著退化，并在 1980 年以后叠加城镇化以及农业面源污染，青岚

湖快速演化到富营养化阶段。最后，本文进一步对比了鄱阳湖各湖区的古环境记录，与监测结果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反映了不同湖区在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下生态环境演化过程发生了显著的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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